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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制度环境对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不同于代理理论的成

本分析，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更强调文化和政治的嵌入性对于组织形态的建构作

用。本研究使用２００８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别对法治化程度与增速进行考

察。经验发现表明，当以家族传承为参照组时，两组环境变量与引入职业经理人的

意愿皆呈倒Ｕ型关系。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是否引入职业经理人并非简单地

由成本或效率原则所决定，还需综合考虑家族企业的合法性与经理人改革的不确定

性。在家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职业经理人作为外来的治理模式，是企业在特定时

期提升合法性的战略手段，其良性发展需要连续、稳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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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１９５８），曾一度

成为促进民营经济繁荣的动力 （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６）。然而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

剧，私营企业同时面临着现代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Ｇｕｔｈｒｉｅ，１９９７；Ｋｅ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８；

Ｎｅｅ，１９９２）以及西方企业治理理念所带来的跨国影响 （杨典，２０１８），由此陷入了

效率与合法性的双重危机。从外部引入职业经理人成为扩充企业人力资本、向现代

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战略手段。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对此持

有一种相对审慎的态度 （李新春，２００３；张维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全国私营企业调

查数据显示，仅有５９％的企业真正引入了职业经理人进行日常企业管理。与此同

时，７８２２％的私营企业为广义的家族企业 （家族或个人控股比例超过 ５０％），

６３９９％是狭义上的家族企业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

传统的私营企业如何发展和转型，它们与 “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

１２１

①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张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重心转向宏观的制度环境 （Ｃｈｕｎｇ＆Ｌｕｏ，２０１３；陈

凌、王昊，２０１３；何轩等，２０１６；何轩等，２０１４），由此扩展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

型。该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中的产权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变量，决定着企业治

理模式的边界。也就是说，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能够降低引入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

本，从而帮助企业实现 “现代化”和 “去家族化” （Ｂｕｒｋ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Ｌｕ＆

Ｔａｏ，２００９；Ｍｕｅｌｌ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２０１１）。该视角把握住了以法律系统为代表的正式

制度，并将此作为企业理性选择的基础。但是，企业还嵌入在文化、政治过程中，

其变迁动力更为多元。

因此，本文将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强调非正式制度对于组织行为偏

好与合法性认知的影响，以及它们与正式制度之间所产生的互动效应①。无论是否

对经济发展构成阻力，中国私营企业的家族主义传统是客观存在的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１９９６；Ｒｅｄｄｉｎｇ，１９９０；Ｗｅｂｅｒ，１９５１）。与之相比组织的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权变

性，其根据对制度环境的感知而有所不同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１９８８；Ｗｏｎｇ，１９８８；何轩

等，２０１４）。从一个动态的视角来看，本文认为，在正式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中，

企业的合法性最弱，职业经理人作为 “正式化”与 “现代化”管理的代表，是企业

提升合法性的重要战略手段；而当正式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合法性受到

法律保护，私有产权的完备性和预期收益的稳定性更可能激励家族成员进入企业

（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６）。与此同时，对于职业经理人本身的良性发展而言，需要一个相对

持续、稳定的外在环境。在本文的研究中，来自２００８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

３０６１家企业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假设。

一、职业经理人：来自美国的 “最佳实践”

我国的企业治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 “管理人资本主义”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影响，强调通过职业经理人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管理垂直型和产业化

的企业。１９９４年的 《公司法》首次强调了 “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 “现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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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学所使用的 “制度”一词概念相对广泛，包含了以法律系统为主的正式制度与以文化、规范、习俗为

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但当提到制度变迁时指的一般是正式制度，因为文化、习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力量。



特征。２００２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５个有关文件，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

部和人社部等单位出台了８个有关文件，对职业经理人工作提出了要求，明确提出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

职业经理人源于美国在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所经历的 “管理革命”，通过所有权

和控制权的分离，职业经理人解决了大型企业的治理难题，并使之制度化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１９７８）。不同于一般的企业高管或家族继承者，他们是企业治理方面的

专家，拥有规范化的管理技术、专业的资质认定 （Ｄｙｅｒ，１９８９）和大量的网络资源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他们的职业轨迹高度专业化，受制于系统化的绩效考

核和晋升体系，表现为效率至上和个人主义 （Ｏｕｃｈｉ，１９８１）。经济学家们一度认为，

相较于家族企业、国有企业或是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由职业经理人所构成的 “两

权分离”的治理模式更符合现代企业的理性化原则，因此将作为 “最佳实践”（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 （Ｂｅｒｌｅ＆Ｍｅａｎｓ，１９３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

然而 “最佳实践”这一概念受到了组织社会学的质疑。首先，新制度主义认为

现代组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产物，更多的是一种被政治、社会力量所建构的

迷思和仪式 （Ｍｅｙｅｒ＆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其遵循合法性的原则。所谓的 “最佳实践”

标准，往往是一种事后解释和循环论证 （杨典，２０１３）。其次，并非所有的 “最佳

实践”都能产生全球性的扩散，其中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动力基础。尤其

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外来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能否被接受、又是否能够真正产生

效率，需要以制度环境的契合性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为前提 （Ｄｏｂｂ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Ｚｈａｏ＆Ｃａｏ，２０１７）。

事实上，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在被不断解构。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国际经

济体系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美国高度专业化和理性化的职业经

理人登上世界舞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经济的强势复苏，使管理学家意识到人际

关系的重要性，开始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理念 （Ｏｕｃｈｉ，１９８１）；“东亚四小龙”崛

起和美国金融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迷信所谓的 “最佳实践”，开始反思

民族性和现代性如何结合 （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９）。有研究发现，经理式企业并没有成为世

界范围内的主流。在东亚、拉美和欧洲等地区，家族所有和控制的企业反而是常态

（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中国的私营企业正在经历转型，虽然从客观上来说确实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补

充，但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深深地嵌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 “现代企业”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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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 （杨典，２０１８）。许多研究已经意识到，

职业经理人的模式虽然更为 “现代化”，但对中国来说可能还为时过早，存在诸多

不利的环境因素。首先，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结构惰性 （ｉｎｅｒｔｉａ），职业经理人的引

入意味着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网络、削弱家族成员的实际控制权。其次，中国的职业

经理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不高，容易带走企业的客户资源和商业隐私 （李新春，

２００３）。最后，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缺少足够的产权保护和认证机制，企业

主和职业经理人更难相互信任 （张维迎，２００３）。一些研究将家族主义的盛行归因

为正式制度的相对缺失，但当产权保护相对完善之后，企业就会相应地选择职业经

理人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制度。

二、制度的分析：代理理论与新制度主义

正式制度将如何影响家族式企业与经理式企业的边界？经济学的代理理论和社

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分别从技术环境与合法性环境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代理理论强调企业所有者为了避免管理者的投机行为所付出的监管、协调成本。

传统的代理模型认为代理成本是内生的 （Ｊｅｎｓｅｎ＆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１９７６），而最新的研究

则明确加入了制度环境的分析，认为产权保护的不完善是家族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

之一 （Ｂｕｒｋ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Ｌｕ＆Ｔａｏ，２００９；Ｍｕｅｌｌ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２０１１）。该理论

通常假定经理式的企业除代理成本外要优于家族式企业 （Ｂｕｒｋ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因

此将分析重点集中于代理成本上面。该理论认为，当正式制度行之有效时，一部分

代理问题能够外部化，企业可以以较小的代价从职业经理人中获益；而当正式制度

缺失时，企业必须独自承担代理成本，故而倾向于采取家族企业的形式进行风险回

避 （Ｓｈ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因此从长期来看，私营企业若想通过职业经理人来扩充

人力资本，其内在的代理问题需要通过外部的正式制度加以简化。律师、会计、行

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有效运作，能够促进信息的流通和透明化；契约精神作为行事

准则和社会规范，有助于建立信任，从而避免了复杂的合同设计或诉诸法律所带来

的交易成本，有助于维持良性的雇佣关系 （张维迎，２００３）。

代理理论意识到了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但仅停留于技术层面，关注的是代理

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事实上，家族管理的代理成本并不总是最低的，家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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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一些代理行为本身可能更难约束。因此，何种治理模式更具效率，至今尚无

定论，这一问题往往受企业规模、所属部门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Ｌｕｏ＆Ｃｈｕｎｇ，

２０１３；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４）。与之相比，新制度主义更强调制度本身的逻辑，认

为合法性与社会规范等非经济因素才是组织行为的深层动力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３；Ｍｅｙｅｒ＆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３）。弗雷格斯坦 （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７）对美国１００家大型企

业的追踪研究发现，组织的战略决策受宏观环境的影响，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和趋

势，而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组织间的制度同构是其中最重要的两股力量。环境是动

态变迁的，每一阶段都蕴含不同的逻辑 （Ｐｅｎｇ，２００３；Ｐｅｎｇ＆Ｈｅａｔｈ，１９９６），因

此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寻找合法性的定义 （Ｓｕｃｈｍａｎ，１９９５；

Ｚｕｃｋｅｒ，１９８９）。

此外，代理理论往往就事论事正式地谈论法律制度，而忽视了它与非正式制度

产生的交互影响。彭玉生 （Ｐｅｎｇ，２０１０）认为，当两者相互冲突时，正式法律的刚

性将被弱化、执行成本将会提高。与西方高度科层化的理性系统不同，东亚文化圈

表现为以人情和关系为主的自然系统 （罗家德、王竞，２００８），非正式制度存在较

强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区，当外部的限制被打

破———如生产的去集体化、私有产权的合法化和法律系统的制度化———家族主义更

可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非阻力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１９８８；Ｗｏｎｇ，１９８８）。家庭与企业

相结合的形式能够以高度的情感投入为基础确保成员间的信任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１９９２），并且以道德基础提供承诺和保障 （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在不同企业间

形成网络式的经济组织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Ｋａｏ，１９９０）。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式制度的改

善也可能为家族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正式制度的改善并不总是会相应地增强私营企业引入职业经

理人的意愿。一方面是因为家族主义的持续性影响，使得私营企业以代际传承作为

终极目标，从情感上排斥外来的职业经理人 （Ｃｈｕ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１９９６）。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多种制度并存，包括计划经济的遗产、市场

机制的兴起和产权形式的多样性 （Ｎｅｅ，１９９２），政府并没有强制私营企业采用职业

经理人。相反，寻求政治庇护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Ｓｃｈｏａｒ，２００６）、尽早确立家族传承计划

或是家族成员与经理人形成共治 （李新春，２００３）都是可供选择的替代性方案。在

此背景下，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往往具有更为特殊的战略意义，是在特定时期提升企

业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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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的权变：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与变迁速度

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市场化进程和法治化进程是两股主要的制度

力量，共同影响着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市场化强调资源配置的过程，而法治化强

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及产权的保护，虽然两者侧重不同，但彼此之间存在很强的

共变关系，在相应的政策文件中通常成对出现。代理理论所强调的制度环境实际上

指的是对股东的法律保护 （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强调私有产权的完备性决定了不同治

理模式的相对成本 （Ｂｕｒｋ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其与资源的配

置原则并不直接相关。为了与之形成直接的对话，本文所使用的制度环境概念更侧

重于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区分了法治化程度与法治化增速。如图１

所示。法治化程度反映了当前环境下的政商关系，从而影响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与可

选择的手段，使其对家族企业的合法性进行重新定义；而法治化增速则反映了政府

职能和规则的变动，从而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对于企业主来说，这意味着实行经

理人改革所隐含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后文将围绕这两种逻辑进一步展开。

图１　法治化程度、法治化增速与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制度环境的发展程度

在正式制度相对欠缺的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产权的不完备、政

府的行政盘剥以及人为造成的行业壁垒 （Ｃｕｌｌ＆Ｘｕ，２００５；Ｘｕ＆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３），

而非市场能力的不足。家族企业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固然是因为其成本更低、

管理更灵活，但这一制度并不是代理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产权不完备的情况下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替代性机制 （Ｂｕｒｋ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Ｌｕ＆Ｔａｏ，２００９；Ｍｕｅｌｌｅｒ＆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ｎ，２０１１）。究其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家族企业更为传统，未产生对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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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外国学者观察到，为了维护家族企业的利益，它们通常会更积极地寻求政

治联系，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Ｓｃｈｏａｒ，２００６），这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

社会也是如此。在２０世纪，私营企业会频繁地通过挂靠、“戴红帽”、注册在国有

企业名下的方式来取得政治庇护 （Ｐａｒｒｉｓ，１９９３），换取行业的准入许可和税收减免，

从而占据有利的市场位置。

正式制度的从无到有、从坏到好，意味着一系列市场规则的确立，从而使得经

济行为在制度化的环境下进行。随着计划经济的衰弱和市场的发展，政府的经济职

能发生转变，从直接的行政协调变为对市场经济的间接干预 （Ｎｅｅ＆Ｏｐｐｅｒ，２０１０；

边燕杰、张展新，２００２）。过去基于政治联系和人情关系的交易原则终将被正式化

的市场规则所取代，政商关系需要从 “亲”到 “清”。在此背景下，学者们观察到

私营企业对于政治资本直接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反而受到更多的合法性压力，促使

企业发展法理型的科层结构 （Ｎｅｅ＆Ｏｐｐｅｒ，２００７；Ｙａｎｇ，２００４）。企业为了继续获

得外部支持，政治合法性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

（Ｃｈｕｎｇ＆Ｌｕｏ，２０１３）。而职业经理人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从西方国家传

播而来，代表着 “正式化”和 “现代化”的理性神话，被后发国家广泛地模仿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Ｄｏｂｂ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因此，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一种易被外界所观察到的、能够提升企业合法性的权变手段。

而当正式制度的发展经过一个拐点，产权保护和经营环境都相对完善后，职业

经理人是否仍能够作为战略手段而继续发挥作用呢？许多研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一方面，由于家族主义的存在，无法胜任的家族成员仍然会被保留下来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Ｓｃｈｏａｒ，２００６），尤其是如果企业的外在环境和收益预期都相对乐观，更会激励家族

成员进入企业 （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５），国内的万象、方太、正泰集团等企业都经历了这样

的一段观望期 （陈凌、王昊，２０１３）。另一方面，当一些制度歧视与壁垒消除后

（如私有产权得到保障、民营经济获得合法性），家族主义更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

力 （Ｇｒｅｅｎｈａｌｇｈ，１９８８；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６；Ｗｏｎｇ，１９８８）。除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道德

和信任以外，家族成员对于企业文化和行业特殊性有着最为直接的了解 （Ｚｅｌｌｗｅｇ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在交接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延续企业发展目标 （Ｌｕｏ＆Ｃｈｕｎｇ，２０１３），

也更加注重企业长期的发展规划 （Ｌｕｍｐｋｉｎ＆Ｂｒｉｇｈａｍ，２０１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来说，家族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在正式

制度相对欠缺和完善的两端，私营企业分别能够依靠 （非正式的）政治关联和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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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权保护为家族经营争取发展空间。而在中间的转型时期，政治庇护开始下降，

制度保障又没完全确立，更需要依靠职业经理人作为合法性战略。由此提出：

假设１：以家族传承作为参照组，法治环境的发展程度与引入职业经理人的意

愿呈倒Ｕ型关系。

（二）制度环境的变迁速度

上述的分析强调了家族主义的持续性影响，更多地从反面的角度论证了职业经

理人为何在特定时期更重要。但它并不只是一种提升合法性的权变手段。事实上，

许多私营企业确实对人力资本存在诉求，希望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以建立科学的管

理体系。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制度性约束在于营商环境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７２），这与政府在转型经济中所承担的职能息息相关。

现有研究根据制度环境的变迁速度区分了快速与慢速变迁 （Ｘｕ＆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３；

陈宗仕、郑路，２０１５；何轩等，２０１６）。一般认为，快速的制度变迁对于私营企业

来说意味着较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为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过度的政府干预和制度

规则的频繁变动，一些政策文件朝令夕改，令企业疲于奔命 （Ｐｅｎｇ，２００３；Ｘｕ＆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３）。市场机制的涌现和确立削弱了再分配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

破坏了先前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制度基础 （Ｏｐｐｅｒ＆Ｎｅｅ，２００９），企业需要不断根

据新的市场规则和需求及时对自身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 （ＧｏｍｅｚＭｅｊ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但私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资源调动能力更为有限，因此适应制度变迁的

成本较高 （Ｃａｏ＆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４）。在此背景下，私营企业可能会将快速的制度变迁

视作威胁，不直接回应，而是保留非正式化的管理模式、频繁地动用网络资源予

以应对（Ｃｈａｒｉ＆Ｄａｖｉｄ，２０１２；Ｃｈｒｉｓ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与之相反，在较慢的制度变迁环境下，政府对于市场的管制是逐渐放开的，并

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机制并存 （Ｏｉ，１９９２；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边燕杰、张展新，

２００２）。政府并没有对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强制性的要求，而是给予了企业一

定的自主性，并提供相应的行政指导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Ｋｅ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８）。这

意味着私营企业并不需要直接面对制度变迁所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借助政府所

搭建的各类学习平台，企业可以获得关于外部环境的有效信息，以减少它们制度误

判和环境适应的成本，从而降低经济冲击和发展不佳的市场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Ｋｅ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８；Ｎｅｅ＆Ｏｐｐｅｒ，２０１０）。倪志伟和欧索菲 （Ｎｅｅ＆Ｏｐｐｅｒ，２０１２）发

８２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８３



现，中国私营企业的现代化转型模式非常特殊，即使不存在直接的行政调控，仍有

不少私营企业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感受到市场转型与现代企业的 “水温”，主动地

注册为公司制企业，他们将此总结为 “自下而上的变革”。

最后，我们有必要区分出慢速的制度变迁与过慢的制度变迁，甚至是负向的变

迁，后者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以我们使用的数据为例，不少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

零增长与负增长。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的正式制度已经达到了无须再进一步发展的程

度，也不认为这样的环境对企业有利。相反，我们认为正式制度的变迁停滞可能会

使改革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使企业更加远离市场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渐进式的变迁模式能够分散风险与不确定性，更有利于职

业经理人的发展，由此提出：

假设２：以家族传承作为参照组，法治环境的变迁速度与引入职业经理人的意

愿呈倒Ｕ型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私营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中

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２００８年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家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次

调查依托３１个省份工商联组成调研组，在全国范围内按０５５％的比例，对私营企

业进行多阶段抽样。第一，确定需抽样的总数和各省份抽样户数。第二，在各省份

内抽取计划单列市或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各一个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中、

低的县各一个，共计６个市、县。第三，按城乡比例确定城、乡调查户数。第四，

按城乡各自的行业分布确定各行业调查户数。第五，按等距原则抽取具体被调查户。

该次调查的总样本量为４０９８个，在剔除与本研究有关的异常值和缺失值后，共有

３０６１个样本进入模型。

本文省份层面的人均 ＧＤＰ信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所颁布的

《２００７年中国统计年鉴》。省份层面的指标来源于樊纲等 （２０１１）所编写的 《中国

市场化指数》，书中的市场化指数是基于五个维度所构造的综合性指标。为了与代

理理论所强调的产权保护形成直接对话，本文对制度环境的测量使用了其中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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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 “中介组织和法律”直接相关的变量 （其下的三级指标包括中介市场发育

度、知识产权保护、生产者权益保护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①

（二）变量测量

　　表１ 主要变量的测量说明

变量 操作化说明

因变量

　管理模式取向

即企业主所认同的最佳管理模式。来源：“为促进企业规范经营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

什么？”（限选一项）① “由主要投资者亲自抓日常经营管理工作”；② “尽快培养子女

接班”；③ “逐步引进职业经理人”；④ “从亲友中选择能人替自己把关”。重新编码为

１＝“个人集权”（①），２＝“家族传承”（②＋④），３＝“引入职业经理人”（③）。

自变量

　法治化程度
即企业所在省份２００７年的法治环境。取自樊纲等 （２０１１）所构建的市场化指数，使用
二级指标 “中介组织和法律”得分。

　法治化增速 即法治环境的变迁速度。（２００７年的法治化程度－２００５年的法治化程度）／２。

控制变量

　人均ＧＤＰ对数 控制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取自 《２００７年中国统计年鉴》。

　地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中部＝２，东部＝１，西部＝０。

销售额对数 企业２００７年底的销售额 （万元）加１取自然对数。

股东会 企业是否设立股东会，１＝是，０＝否。

董事会 企业是否设立董事会，１＝是，０＝否。

监事会 企业是否设立监事会，１＝是，０＝否。

垄断行业

根据是否属于垄断性行业，１＝垄断 （采矿、制造、电力煤气水、建筑、交通运输、卫

生，信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公共设施、公共管理）；２＝非垄断 （农林牧渔、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租赁、居民服务、文化体育）。

家族涉入
家族成员是否进入董事会、股东会或高级管理层，１＝进入任意部门，０＝没有进入任何
部门。

企业主持股比 企业创始时企业主个人的持股比例。

政治联系 企业主是否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１＝担任人大、政协，０＝没有担任。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企业主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主出生年份。

党员 １＝党员，０＝非党员。

男性 １＝男，０＝女。

教育 企业主学历转换为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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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ｅｒ，２０１０）。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２。由表２可知，家族企业是我国私营

企业所采取的主要经营形式，企业主个人持股比例平均高达６６６７％。与此同时，

尽管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条件并不成熟，但还是有近半的企业主表达出了这方面的意

向，说明存在客观的需要。具体的分省份法治化程度与增速 （２年平均）见图２：

法治化程度的区分度比较明显，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处于领先地位；大多数省

份的法治化增速比较接近，部分省份甚至出现了零增长与负增长。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Ｎ＝３０６１）

变量 均值／百分数 方差

管理模式取向

个人集权 ３８９４％

家族传承 １０９１％

引入职业经理人 ５０１５％

法治化程度 ８２４１ ３９０１

法治化增速 （２年平均）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０

法治化增速 （５年平均）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１

法治化增速 （１０年平均） ０２６１ ０１４９

人均ＧＤＰ对数 １００７９ ０５４２

地区 （参照组：西）

东 ５５５４％

中 ２３９８％

销售额对数 ６６３５ ２２０２

股东会 ５０７７％

董事会 ４８５５％

监事会 ２９９６％

垄断行业 ６５１７％

家族涉入 ６２３０％

企业主持股比 ６６６７ ２８４５５

政治联系 ４６１０％

企业年龄 ８３６４ ４８５０

企业主年龄 ４５５９２ ８４５５

党员 ４０９６７％

男性 ８４６４６％

教育 １４１７５ ３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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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分省法治化指数及增速

　　（四）回归模型

在本文拟合的模型中，涉及企业层次以及省份层面的变量，为了区分出不同层

次的效应，本文使用了多层次多元逻辑斯蒂模型。自变量分别呈现了职业经理人ＶＳ

个人集权，以及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出于研究目的，我们只关注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这一组对比，结果见表３。

　　表３ 对于管理模式取向的多层次多元逻辑斯蒂模型 （Ｎ＝３０６１）
模型１ 模型２

职业经理人

ＶＳ个人集权
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
职业经理人

ＶＳ个人集权
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

法治化程度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８）

０２３８

（００９７）
— —

法治化程度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 —

法治化增速 — —
００８９
（０４１７）

１９１８

（０５５５）

法治化增速２ — —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０）

－１３１８

（０２９５）

人均ＧＤＰ对数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８）

０５８６

（０１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６）

０４５８

（０１０７）
地区

　东
－０１４２
（０２５１）

－０７１６

（０３９８）
－０１７０
（０２３３）

－０４１８
（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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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１ 模型２

职业经理人

ＶＳ个人集权
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
职业经理人

ＶＳ个人集权
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

　中
００５４
（０１９７）

－０５３６
（０３１６）

００４９
（０２００）

－０３３６＋

（０２６２）

销售额对数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５）
０２２７

（００３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２４）
０２３２

（００４２）

股东会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４６）

董事会
０３５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６７）

０３５４

（０１０１）
０２１１
（０１６６）

监事会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９）

０３１４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０）

０２９６＋

（０１９７）

垄断行业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９９＋

（０１４４）

家族涉入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３）

－０５５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８）

－０５３６

（０１４１）

企业主持股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政治联系
０２４８

（００９６）
０２５７

（０１４６）
０２４０

（００８９）
０２５３

（０１４３）

企业年龄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企业主年龄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９）

党员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５）

男性
０２６２

（０１１９）
０３１４

（０１８１）
０２６０

（０１１８）
０２７３＋

（０１９０）

教育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８）

常数项
－０９７５
（０６１５）

－２３０３

（１２７９）
－１４４５
（１１３３）

１１４３＋

（０７２２）

ＩＣＣ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３

ＤＩＣ ５３４４５５ ５３４５４６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考察两个模型、四组对比中的控制变量，我们可以发现，在企业层面，组织规

模 （销售额对数）始终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意愿呈正相关，说明大型企业应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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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能力更强 （Ｃａｏ＆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４），对于正式化的治理模式也更有需求。董事

会和监事会作为内部的治理机构，它们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为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创

造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此外，家族成员的涉入和企业主持股比例与家族

传承的意愿高度正相关，体现了家族控制、家族所有和家族传承这一系列的家族企

业特征 （Ｃｈｕ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在企业主个体层面，政治联系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意愿

正相关，说明政治资本逐渐成为企业进行法理型的科层结构改革的推动力 （Ｎｅｅ＆

Ｏｐｐｅｒ，２００７；Ｙａｎｇ，２００４）。此外，男性相较于女性、新一代相较于老一辈、教育

水平高者相较于低者，传统的家族观念更为薄弱，而现代化取向更强，愿意探索和

尝试职业经理人模式。

表３的模型１建立了法治化程度的二次项，在经理人ＶＳ家族成员这组因变量上

统计显著，支持假设１，呈倒Ｕ型曲线。经过计算，拐点出现于７４４的法治化程度

处，介于山东和北京之间，具有现实意义。左侧的法治化程度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

意愿正相关，经过拐点后则负相关。说明法治建设并不总是能够促进职业经理人的

推广，当社会整体强调正式化与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时，职业经理人才作为合法性战

略获得推广。长期来看，正式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家族治理。

表３的模型２进一步考察法治环境变迁速度对企业决策带来的影响。结果发现，

法治化增速与经理人ＶＳ家族成员的这一组对比，同样呈现显著的倒 Ｕ型关系。拐

点在０７３的增速，介于安徽和天津之间，具有现实意义。这支持了假设２。制度环

境的变迁本身代表着一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需要一定的制度感知途径对外部环

境进行判断。快速变迁并不利于企业分散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

过慢的变迁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只有在一定的变迁速度下，政府为企业提供

一定的行政指导和学习平台，才能为企业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图２和图３使用可视化的方法报告了假设１和假设２的结果。通过将对数比率

比分解为预测概率，我们发现，随着制度的不断变迁，引入职业经理人的概率呈倒

Ｕ型，先上升再下降，最终被个人集权的管理模式超过，而家族传承的概率呈正 Ｕ

型，两者的相对重要性产生了变化，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从图２的预测概率来看，

当法治化程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后，个人集权与家族传承的概率都是随之不断上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部分家族主义盛行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发展轨迹相吻合。

正如怀默霆 （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６）所言，当国家的法律保护更完善、游戏规则相对稳定、

银行贷款不存在对小型企业的制度歧视时，家族企业同样能够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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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法治化程度与各管理模式的预测概率

图４　法治化增速与各管理模式的预测概率

表４ 稳健性检验 （Ｎ＝３０６１）

两年 五年 十年

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
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
职业经理人

ＶＳ家族传承

法治化增速
１９１８

（０５５５）
２７２６

（０５７３）
２６８６

（０９０８）

法治化增速２
－１３１８

（０２９５）
－２６３４

（０３８３）
－３２３７

（０７１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ＩＣＣ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ＤＩＣ ５３４５４６ ５３４４４２ ５３４８７１

　　注：（１）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２）西藏２０００年前的数据存在缺
失，本文使用了插值法进行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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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更换了不同年数内的增长速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始终呈现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这再一次说明了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企业不仅会对短期内的制度变迁做出

反应，同时也会考虑长期的宏观环境。职业经理人的良性发展取决于前后逻辑的一

致性，需要长此以往的持续引导，创造稳定的变迁格局。

五、总结和讨论

中国的私营企业正在面临转型升级，传统的家族治理愈发难以适应现代市场。

尽管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职业经理人的影响，然而在制度移

植的过程并不顺利，私营企业意识到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但仍无法放弃家族治理。

代理理论认为，现代企业都应当采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职业经理人模式，

只是由于正式制度的缺失，使得家族企业模式成为降低代理成本的一种手段。当正

式制度趋于完善，家族企业便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这一观点，本文采用新制度

主义的观点予以反驳。首先，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所谓的 “现代企业”和 “最佳

实践”只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并不存在普遍意义。其次，企业发展并非完全遵

循理性原则，尤其是家族企业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具备了更多道德和情感因素。

正式法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家族主义的抵制和弱化，从而存在政策失灵的

可能性。最后，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私营企业的制度感知能力较弱，这使得他们

容易将制度变迁视为一种风险，采用相对保守的组织形式。

本文讨论制度变迁对企业决策产生的具体影响，主要考察了制度环境发展程度

和发展速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战略目标会发生转移，

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存在差异，因此并不总需要职业经理人的介入；仅在特定的发展阶

段，职业经理人才能作为合法性战略产生影响力。与此同时，过快和过慢的制度变迁

速度都不利于职业经理人的推广，渐进式改革既保证了一定的制度压力，同时又给予

私营企业周转的空间，通过一定的行政扶持帮助私营企业创造有利的转型环境。

本文的实证使用了２００８年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拟合多层次的逻辑斯

蒂模型，发现两种制度指标与引入职业经理人／家族传承的对数比率比都呈现倒 Ｕ

型曲线关系。具体分解出各自的预测概率后发现，经理人引入的预测概率是倒 Ｕ

型，子女传承的预测概率是正Ｕ型，两者此消彼长。本文还考察了不同周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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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结果具有稳健性，企业既对短期的变化做出反应，也响应长期的变化。

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转型经济格局之下家族企业这一特殊的组织形

式。家族企业并不是过渡性或替代性的制度安排，也并不必然导致低效率。家族主

义作为非正式规范，拥有很强的合法性和生命力，会不断从外部环境中汲取有利因

素进行自我的更新和发展。企业改革在推动专业性的同时也应尊重文化多元性，通

过营造稳定有序的转型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行政指导。

参考文献：

边燕杰、张展新，２００２，《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５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中国社会

科学》第５期。

陈凌、王昊，２０１３，《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制度环境———以中国民营企业为例》，《管理世界》第１０期。

陈宗仕、郑路，２０１５，《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绩效———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结合视角》，《社会学研究》第４期。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２０１１，《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２０１１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

版社。

何轩、马骏、朱丽娜、李新春，２０１６，《制度变迁速度如何影响家族企业主的企业家精神配置———基于动态制

度基础观的经验性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３期。

何轩、宋丽红、朱沆、李新春，２０１４，《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地位与中国家族企业主

的传承意愿》，《管理世界》第２期。

李路路、朱斌，２０１４，《家族涉入、企业规模与民营企业的绩效》，《社会学研究》第２期。

李新春，２００３，《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管理世界》第４期。

罗家德、王竞，２００８，《中国管理之自然系统特质》，《管理学家》（学术版）第１期。

杨典，２０１３，《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

———，２０１８，《金融全球化与 “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第２期。

张维迎，２００３，《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如何建立信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５期。

Ｂｅｒｇｅｒ，ＰＬ１９９９，ＴｈｅＤ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ＷＢ

ＥｅｒｄｍａｎｓＰｕｂＣｏ．

Ｂｅｒｌｅ，ＡＡ＆ＧＣＭｅａｎｓ１９３２，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Ｍ＆ＡＳｃｈｏａｒ２００６，“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２）．

Ｂｕｒｋａｒｔ，Ｍ，ＦＰａｎｕｎｚｉ＆Ａ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３，“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５８（５）．

Ｃａｏ，Ｙ＆ＢＡ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４，“Ｍａｒｋｅ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ｓｉｎ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ｂ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３）．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Ａ１９７８，Ｔｈ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

７３１

·论　　文· 家族主义、法治环境与职业经理人



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Ｃｈａｒｉ，ＭＤＲ＆ＰＤａｖｉｄ２０１２，“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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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ｅｒ，ＪＷＧ１９８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ｏａＦａｍｉｌｙＯｗｎ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ａｍｉｌ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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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ｒｉｓ，Ｋ１９９３，“Ｌｏｃ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Ｗｅｎｚｈｏｕ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３４．

Ｐｅｎｇ，ＭＷ２００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８（２）．

Ｐｅｎｇ，ＭＷ＆ＰＳＨｅａｔｈ１９９６，“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ｉｎＰｌａｎｎ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２）．

Ｐｅｎｇ，Ｙ２０１０，“Ｗｈｅ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ａｗ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ＮｏｒｍｓＣｏｌｌｉｄｅ：Ｌｉｎｅａ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ｖｅｒｓｕｓＢｉｒ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１６（３）．

Ｒｅｄｄｉｎｇ，ＳＧ１９９０，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

Ｒｏｇｅｒｓ，ＥＭ２００３，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９３１

·论　　文· 家族主义、法治环境与职业经理人



Ｓｈａｒｍａ，Ｐ，ＪＪＣｈｒｉｓｍａｎ，ＡＬＰａｂｌｏ＆ＪＨＣｈｕａ２００１，“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ｒｍｓ：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８（３）．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ＲＷ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５２（２）．

Ｓｕｃｈｍａｎ，ＭＣ１９９５，“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３）．

Ｗａｌｄｅｒ，ＡＧ１９９５，“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Ｆｉｒｍｓ：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０１（２）．

Ｗｅｂｅｒ，Ｍ１９５１，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ａｏｉｓｍＧｌｅｎｃｏ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Ｗｈｙｔｅ，ＭＫ１９９５，“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ｏｏ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４４．

——— １９９６，“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４５（１）．

Ｗｏｎｇ，ＳＬ１９８８，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Ｘｕ，Ｄ＆Ｋ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３，“Ｌ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Ｗｒｉｇｈ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０（７）．

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Ｔ，ＫＳＣｏｏｋ＆ＭＷａｔａｂｅ１９９８，“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０４（１）．

Ｙａｎｇ，Ｄ２００４，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Ｚｅｌｌｗｅｇｅｒ，ＴＭ，ＦＷＫｅｌｌｅｒｍａｎｎｓ，ＪＪＣｈｒｉｓｍａｎ＆ＪＨＣｈｕａ２０１２，“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ｒｍ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ＦａｍｉｌｙＣＥＯ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３（３）．

Ｚｈａｏ，Ｗ＆ＹＣａｏ２０１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Ｂｅｓ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４９（１）．

Ｚｕｃｋｅｒ，ＬＧ１９８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Ｎｏ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４）．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责任编辑：罗　婧

０４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１８３


